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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後的早期中蘇關係

⊙ 李嘉谷

 

一 蘇俄（聯）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棄承諾

大約在1918年夏，當協約國（中國北洋軍閥政府也追隨其後）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干涉的

時候，與此相反，孫中山代表中國南方國會和他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通過美洲的華僑

自上海致電蘇俄政府和列寧，祝賀俄國革命的勝利，電文說：「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員

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

鬥。」1列寧收到孫中山的賀電非常感動，將此視為「東方的曙光」。1918年8月1日，列寧委

託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覆函孫中山，表達了從中國獲得革命支援的願望，說：「我們和

您一樣，在前進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難，帝國主義政府的軍隊、資產階級的僱佣兵捷克斯

洛伐克兵團和俄國資產階級，像鐵桶一樣包圍著我們，他們企圖在俄國恢復君主政體。」

「當帝國主義政府從東西南北伸出貪婪的魔爪要破壞俄國革命和剝奪俄國工農通過這場世界

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獲得的成果的時候，當外國銀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圖與這些掠奪者

勾結起來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刻，俄國勞動階級籲請中國兄弟共同鬥爭。因為我們的成

功就是你們的成功，我們的滅亡也就是你們的滅亡。」可惜，孫中山沒有收到契切林的這封

信2。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5月4日中國爆發了影響深遠的反帝愛國運動。不久，蘇俄

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發布第一次對華宣言，即《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

北方與南方政府宣言》，公開宣布廢除舊俄政府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放棄一切在華掠

奪所得的權利。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同年9月，戴季陶在《星期評論》上報導了

這一消息3。但由於協約國列強對蘇俄的封鎖，「宣言」正式遞交中國北京政府並在中國報刊

上全文刊載，則是1920年3、4月間的事。1920年4月5日，上海《民國日報》以〈勞農政府通

牒原文〉為題，全文登載了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4月14日，《民國日報》的「覺悟」全版編

為「中國人與俄國勞農政府通告」專號。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中

國社會各界紛紛致電蘇俄政府表示感謝。當時還是孫中山追隨者的陳炯明，為此曾致函列

寧，對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表示歡迎和感謝。1920年9月27日，蘇俄又發布第二次對華宣言，

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部致中國外交部照會》，宣布「以前俄

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

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本階級從中國殘暴地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

國」。這「宣言」甚至打動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迅速給予了答覆，說：「本國政府深盼有

最早之機會，循此次宣言書中指示之程序，以與貴國直接開議也。」4

眾所周知，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特別是蘇俄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宣言，大大加速了馬列主



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國民黨改組準備了條件。1922年底，蘇俄與烏克蘭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1919年3月在莫斯

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發動世界革命，成為蘇聯重要對外政策，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衛與鞏固

蘇俄（蘇聯）這個世界革命中心。為了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它需要同東方鄰國中國建立

正常的國家關係，因此它對中國採取雙重外交政策，即一方面同國際承認的北京政府進行兩

國關係正常化的外交談判，另一方面援助中國南方的革命政府，並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指

示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以推進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為了不影響同北

京政府建立聯繫，蘇俄起初甚至考慮不同中國南方革命政府交往。1921年10月31日，蘇俄外

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致電俄共（布）中央遠東局說：「我們可否同它（指廣州革命政府──本

文作者註）來往，這會不會造成無法同北京建立聯繫？北京是民族統一的象徵，首先我們應

該同北京來往。如果我們打算同時與廣州來往，同北京的聯繫會不會中斷？」以後，蘇俄又

試圖促使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與偽裝進步的直系軍閥頭目吳佩孚合作成立一個新的、

親蘇的聯合政府。結果自然失敗。

以後，蘇聯一方面繼續同北京政府進行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另一方面秘密援助孫中山領

導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鬥爭。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蘇聯駐華代表越

飛的建議，認為可以給孫中山約200萬墨西哥元的援助；經孫中山同意後可向他派去政治和軍

事顧問小組；最好在中國西部以完整的軍事建制的形式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1923年5月1

日，越飛自日本熱海拍電報給馬林，轉告孫中山蘇聯準備向他提供的援助，但要求孫中山嚴

守秘密，說：「懇請將我國的援助嚴守秘密，因為遇公開場合和官方場合，即令在今天，對

國民黨謀求解放的意向，我們也只能表示積極同情而已。」5對越飛建議援助孫中山的計劃，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否決了其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險的部分。顯然，它首先考

慮的是國家安全利益。

蘇俄發布兩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目的是爭取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北

京政府能夠擺脫協約國列強的束縛，同蘇俄（蘇聯）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以鞏固自己在遠

東的國際地位。但是，隨著蘇俄（蘇聯）國際環境的改善與政權的逐步鞏固，它便拋棄了曾

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呼的對華宣言中的一些原則與承諾，力圖繼承沙皇俄國的一些主要侵華

成果，損害中國的領土主權。蘇聯領導人明顯地暴露出民族利己主義，這是以後中蘇之間發

生一系列衝突的一個主要根源。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向正同北京

政府進行談判的蘇俄駐華代表越飛發出指示說：「中央認為，在同中國談判時，從1919到

1920年的總宣言（即指蘇俄兩次對華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當時中國對宣言

並未作出相應的反應。」在當時中蘇兩國談判涉及中國領土主權的兩個主要問題，即中東鐵

路問題與外蒙古問題上，蘇聯的態度就是如此。

二 蘇俄（聯）實際控制中東鐵路及中、日、俄紛爭

中東鐵路是沙俄根據1896年「中俄密約」與1898年《旅大租地條約》兩個不平等條約，在中

國東北境內修築的一條鐵路線，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是沙俄控制中國東北地

區與爭霸遠東的重要工具。

沙俄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戰敗後，將中東鐵路支線的南段，即長春至旅大段，「轉讓」日

本，稱「南滿鐵路」。從此，沙俄控制中國東北的北部，日本控制南部，劃分了兩國在中國

東北的勢力範圍。根據1896年9月8日簽訂的《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中東鐵路路區主權



屬於中國。但十月革命前，沙俄非法擴展路區土地，攫取路區行政權、司法權、駐軍設警權

等，使中東鐵路路區成為「國中之國」。十月革命後，1917年12月蘇俄政府曾錯誤地將中東

鐵路路區視為俄國領土的一部分，列寧直接命令哈爾濱工兵代表蘇維埃武裝「奪權」6。在這

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派軍隊進駐哈爾濱，解除其武裝，並押送出境7。事後蘇俄政府對中國政

府的行動表示理解。1919年7月25日發布的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則宣布無償還歸中東鐵路，

說：「蘇維埃政府願將沙皇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及霍爾瓦特、謝米諾夫、高爾察克匪邦，俄

國前軍官、商人與資本家掠奪所得的中東鐵路及其所有租讓的礦山、森林、金礦與他種產

業，無償歸還中國人民。」8但「宣言」又說：「蘇維埃政府已經放棄了沙皇俄國政府從中國

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讓這些地區的人民自己決定他們願意留在哪一國內，願意在自己那

裏建立何種形式的政體。」也就是說中國東北地區等也可以自願歸併蘇俄，這似乎是要以革

命的名義曲折地繼承沙俄的殖民遺產。但無論是中國東北地區，還是當時的外蒙古，皆是舉

世公認的中國領土，主權屬於中國，不容外國干涉。

1920年初由俄共（布）領導創建的遠東共和國，又宣稱中東鐵路路區為其領土的一部分，為

北京政府嚴厲駁斥9。後來蘇俄使華代表越飛在同北京政府談判時，否認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

中有「中東鐵路及利益無償歸還中國」的內容10。這自然不是越飛個人的行動。1922年8月31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指示越飛，從蘇俄兩次對華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

的，並說：「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必須規定一些保證條件和主管部門在給裴克斯同志的指示

中所提出的我們的一些特權，例如，俄國、遠東共和國和中國均等地參加中東鐵路的管理工

作。」但接到俄共（布）的指示，忠於世界革命的越飛在9月27日致信加拉罕、斯大林、列

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說：「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1919年和1920

年的宣言中引出具體指示的指示是甚麼意思……」「當然，耍某種『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

說成一紙空文，但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破滅，而最終則是我們全面滅亡的開始，

因為在對外政策上我們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動因

素。」後來，越飛被奉調回國。

實際上，中國政府當時也並未要求無償歸還中東鐵路，而主張中東路財產兩國平分，以該路

現值實價一半償還蘇聯，此項債務用國庫券交付，以該路財產作擔保，中國將國庫券交付

後，則該路俄國股份與債票即還與中國11。應該說，這是合理的。但蘇聯政府不同意，蘇聯

全權代表加拉罕並蠻橫地說：「因此路完全由俄出款造成，只能照現有之章程，局長歸敝國

政府派員，董事會照現有之章程，由中俄兩國共同辦理，否則無可討論。」對於加拉罕的這

種蠻橫態度，中方談判代表王正廷自然表示不滿，說：「貴代表每次聲明主持公道，以刻下

言之而論，利益於貴國之事貴代表即願保存，無利益之事即不願提議，此種辦法毫無公道。

況中東路係在中國領土所造。」而加拉罕則表示：「不論公道與否，如局長不歸敝國所派，

本代表無論如何不能贊成。至督辦一員，可歸中國政府遣派。」加拉罕之所以堅持局長由蘇

聯委派，是因為局長掌握實權。加拉罕並重申：「不能將東路讓予貴國，且不願敝國在中國

勢力比他國薄弱。」12王正廷後來表示在局長問題上可讓步，但督辦有指揮局長之權，加拉

罕斷然拒絕，說：「督辦無指揮權，該路指揮權只有局長行使。」並一再強調中東路完全由

俄國出資修建，而完全不顧該路建在中國領土上，有損中國主權的事實13。實際上，中東鐵

路建成通車後合同規定應交中國的500萬兩白銀未兌現，並無償利用中國的土地與資源，怎能

說完全屬於俄國呢？又數萬中國工人參加該路的修築，列寧曾憤怒地譴責沙皇俄國政府「在

修築中東鐵路時，每天只付給中國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費」14。



最後經過反覆交涉，1924年5月31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規

定：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

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政府辦理」；中國可以

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所屬一切財產；未經解決前，特行規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辦法。如

不用國庫券償還，蘇聯政府自然知道中國無此資金贖回鐵路，這無疑等於說蘇聯不願交還鐵

路；「協定」還規定「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但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又違反此項規定，擅自將中東鐵路出售給日、偽滿。《暫行管理

中東鐵路協定》規定，局長由蘇聯委派，副局長二人，華俄各一。鐵路各級人員，按兩國平

均分配原則任用，但卻又規定：「此項原則之適用不得解作以撤換現在俄籍人員為實行該原

則唯一之意義。再，雙方了解，所有各項位置，應准兩締約國人民平等充任，不得對於何方

人民表示區別待遇，且各項位置應照謀事者之能力、技術及教育資格補充。」15因此，蘇聯

仍實際控制著中東鐵路，以致以後不斷發生糾紛，導致1929年兩國斷交。

三 外蒙古獨立的前因後果

沙俄對中國的外蒙古早有圖謀。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沙俄便乘機派兵入外蒙古，導演

了外蒙古「獨立」。中國人民強烈反對沙俄分裂中國領土，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宣布漢滿

蒙回藏五族共和，並據此定國旗為五色旗。但沙俄以承認袁世凱政府和貸款為誘餌，迫使賣

國的袁世凱政府先後於1913與1915年簽訂中俄《聲明文件》和《中俄蒙協約》，承認外蒙古

「自治」，但中國仍保留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卵翼下的舊俄謝米

諾夫白衛軍侵入外蒙古。1919年8月，蒙古車盟、圖盟、漢臣三盟王公等，聯名密呈庫倫鎮撫

使陳毅，自願取消自治，恢復舊制，請求北京中央政府實力援助對付舊俄勢力16。1919年10

月，西北籌邊使、西北邊防總司令徐樹錚奉命進軍庫倫。1919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發布大

總統令，「俯如所請」，取消自治17。1919年11月26日，孫中山覆電徐樹錚對外蒙古回歸表

示祝賀18。1920年10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各國駐華公使：「外蒙自取消自治後，所有

一切礦路主權，均由中央主持辦理，無論外國官商人等，非經中國政府承認，不得與外蒙王

公私訂借款合同，以礦產路權並各項利權為押，倘有上項事情發生，其私訂立條件一概作為

無效。」19

但蘇俄政府於1919年8月3日發布《致蒙古人民與蒙古自治政府宣言》，稱：「俄國人民已廢

除同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的有關蒙古的一切條約。」「蒙古現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

家。」並籲請蒙古人民「迅速同俄國人民建立外交關係，派遣蒙古人民的代表會見正在前進

的紅軍」20。這一宣言顯然只是從蘇俄的革命利益出發的，因為廢除了沙俄的不平等條約

後，外蒙古應仍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後，蘇俄政府一方面在同中國北京政府的交往中不得不

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表示不插手蒙古的內部事務，另一方面則以武力扶持成立

獨立的蒙古革命政府，分裂中國的領土。

1921年初，舊俄謝米諾夫部的恩琴入侵外蒙古，同年2月3日進佔庫倫，3月21日策劃成立「外

蒙獨立政府」。於是，遠東共和國與蘇俄一再要求派兵進入外蒙古幫助北京政府剿滅白衛

軍，以消除其對遠東共和國與蘇俄的擾亂。但北京政府只同意25公里左右邊界協防區，並

說：業已特命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兼充蒙疆經略使前往痛剿。至於要求入蒙協剿，則「事關

領土主權，中政府殊難承認，此旨當能諒解。蒙俄毗連各地，如得隨時協剿，絕其亂萌，中



政府亦深願協商辦法也」21。但蘇俄與遠東共和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隨即派兵進入外

蒙，同年7月6日進佔庫倫，7月12日扶植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並於11月5日與「蒙古

人民革命政府」擅自簽訂《俄蒙修好條約》，承認蒙古為完全獨立國22。中國政府知悉後，

即向蘇俄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說：「須知蒙古係屬中華民國領土，久為世界所公認。勞農政

府此次私與訂約，既自食前言，復違反公理，本國政府實難容忍。為此特向執事嚴重抗議。

所有勞農政府與蒙古私訂無論何種條約，中國政府決不承認。」23北京政府要求蘇俄與遠東

共和國從外蒙古撤軍，就是藉口不撤。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向蘇

俄使華代表越飛發出指示：「至於蒙古，關於它的國家法律地位問題和從蒙古撤軍問題應通

過俄中蒙簽訂協議來解決。解決這個問題時，不允許排除蒙古本身。這與我們承認中國對蒙

古的主權並不矛盾。」很顯然，蘇俄軍隊侵入外蒙與插手外蒙事務就是侵犯中國的主權，干

涉中國的內政。並且，既然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是舉世公認的事實，那末，中國怎樣處理

本國內部的民族關係，處理得好不好，這完全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容別的國家干涉。同年

11月20日，直系軍閥頭目吳佩孚致信越飛時也說：「蒙古屬於中國，中國中央政府本身會尊

重蒙古人民的意願，沒有必要節外生枝。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所謂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國政

府難以承認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

為了在蒙古問題上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蘇聯便利用孫中山要求蘇聯幫助其實施西北計劃的

機會，促使孫中山在1923年1月26日與越飛的聯合聲明中同意寫上這樣的話：「越飛君正式向

孫博士宣稱（此點孫自以為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

主義政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

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陰謀與敵抗行為之發

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為嚴重的局面。」24但孫中山反對外蒙古獨立是很顯然的。最後，經

過反覆的交涉，1924年5月31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5條規定：「蘇聯政府承

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

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在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

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25但以後蘇聯政府並未停止分裂中國領

土外蒙古的活動，一再背著中國中央政府與蒙古簽訂各種條約、協定。進入30年代，蘇蒙更

簽訂互助議定書，蘇聯不顧中國的主權，向外蒙古派兵。直至1945年通過蘇、美、英三國背

著中國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與中蘇締約談判，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這完全

是國際強權政治的表現。

另外，兩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領土邊界問題也沒有解決。蘇俄政府曾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

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按照《中俄解決懸案

大綱協定》的規定，在中蘇會議中，應「將彼此疆界，重行劃定」26。但由於蘇聯方面沒有

誠意而未有結果，這成為60年代中蘇邊界衝突的一個遠因。

1924年5月，按《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規定召開的中蘇會議流產，其原因除了當時中國國

內政局動盪外，還顯然是蘇聯不願按蘇俄兩次對華宣言的精神與《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的規定解決中蘇之間涉及中國領土主權的一些重大懸案。這從以後蘇聯否認1858年簽訂的

《中俄璦琿條約》、1860年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等條約的不平等性質，干涉中國內政，

搞外蒙古獨立，以及不願交還中東鐵路等問題上可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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